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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研究发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

费倾向呈现不同走势，但是，以全部收入计算的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都是基本稳定

的。由此得出的推论是: 在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居民消费不能成

为现阶段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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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实践证明，传统的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

品为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寻求增长新动力，实现增长动力转换，是我国经济从

既有的“两高一低” (高净出口、高投资、低居民消费) 经济旧常态向经济新常态过渡的关键之

一。在中美贸易争端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依靠继续保持巨额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似不太现实。

而且理论分析也证明了，一个国家是无法依靠长期贸易顺差维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 (李文溥和熊

英，2015)。2016 年，民营投资增速出现断崖式下跌之后，迄今并无明显恢复迹象。一些学者把目

光转向了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

有学者认为，消费需求具备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能力。洪银兴 (2013) 提出，中国经

济增长转向消费拉动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告别短缺时代，具备了消费需求拉动经

济增长的能力; 二是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市场上形成了消费者主权。周学 (2014) 认为，消

费需求是内需的核心，增加投资需求应从扩大消费需求入手。孙豪 (2015) 通过测算和比较 GDP

排名世界前 18 位国家的消费主导型程度指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消费主导型的程度各不

相同，但经济增长模式最终会趋于消费主导型。中国正处于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的转型阶段。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课题组 (2014) 则认为，自 2010 年起，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在逐步发生动力转换，

其中趋势之一是投资和出口的动力衰减，消费动力日益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贡献逐渐

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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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课题组的观点基本上是建立在对 2010 年以来三大需求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

率的分析基础上的。近年来，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之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确实显著提

高。但是，这是建立在投资、净出口、消费三者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和为 100%的分析框

架基础上的。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净出口和投资的增速大幅度下滑，从而对增长的相对贡献率大幅

度下降，而消费增长率虽然也在下滑，但是，只要降幅———相对于投资和净出口的降幅而言———较

低，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率就会因此增大。然而，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绝对贡献却

是与净出口、投资一起下降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率提高，经

济增长率是不断下行的。2017 年的经济增长率，已经降至不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 2007 年的

一半。

因此，必须明确: 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不是消费、投资、净出口的绝对数，而是其逐年的增

速。当年消费、投资、净出口的绝对量无论多大，只要其与上年的数量一样也即增速为零，它们就

只能维持零经济增速; 消费、投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率，在三者占 GDP 的比重既定

情况下，取决于三者增速的相对高低，其中增速相对较高者，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率会较大，但

是，这与它对经济增长的绝对拉动作用大小无关。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前的高增长阶段，经济的高

速增长，不是因为投资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率很高，而是因为投资与净出口每年都以高

达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因此，要想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而且希望经济增长保持较快

的增速 (例如，在现阶段，保持 6. 5%左右的增速)，那么就需要消费每年有较快的增速。在消费

保持既有增速甚至略有下降的前提下，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是较低而且是趋于降低的。

要想使消费成为促进经济较快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显然需要居民消费增速有较明显的提高。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现有的居民消费率是偏低的。如，Kuijs (2005)、易行健等 (2008)、白重恩

等 (2012)、李坤望和刘东皇 (2012)、陈斌开等 (2010) 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

金融市场扭曲、户籍制度会增加居民的储蓄动机，抑制居民消费; 李稻葵等 (2010)、龚刚和杨光
(2010)、龚敏和李文溥 (2013) 等认为，由于资本相对密集型行业扩张、要素价格扭曲等因素，

造成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较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从而导致消费比重的持续下降; 杨汝岱

和陈斌开 (2009)、闫坤和程瑜 (2009) 认为，教育和医疗价格上涨过快，降低了居民消费。此

外，颜色和朱国钟 (2013)、周学 (2014) 还从房价上涨、住房消费占比过大的角度，分析我国居

民消费严重不足的内在因素。这可以用“供给挤压”机制来解释，即体制障碍造成某些产品供给不

足，导致这些产品的单价越来越高，从而迫使居民不得不挤压其他消费 (Wang ＆ Wen，2012; 徐

朝阳，2014)。

如果简单地直接引用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进行国际比较，似乎可以得出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

结论。1990 年以来，中国居民的最终消费支出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一直低于
50%，近十年来，更低于 40%。①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居民最终消费支

出占 GDP的比重 (即居民消费率) 的世界平均水平为 60%，高收入国家基本是 60%左右，中等收

入国家一般都维持在 55%左右，低收入国家甚至高达 77%以上 (见表 1)。中国的居民消费率远远

低于世界各类经济体的一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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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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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世界上不同收入类型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消费率 单位: %

国家和地区 1990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世界 58. 7 59. 5 59. 2 59. 5 59. 8 59. 8 59. 9

低收入国家 80. 3 78. 2 79. 0 77. 0 77. 6 77. 5 77. 1

中等收入国家 59. 8 59. 1 56. 0 54. 5 54. 8 55. 1 55. 2

高收入国家 58. 3 59. 5 59. 9 60. 5 60. 7 60. 7 60. 8

中国 47. 0 46. 7 38. 1 34. 7 35. 9 34. 8 34. 1

日本 53. 3 56. 5 57. 8 59. 3 60. 3 60. 7 61. 1

韩国 55. 3 53. 6 52. 1 50. 3 51. 0 51. 4 51. 0

美国 63. 7 65. 5 66. 7 67. 8 68. 6 68. 2 68. 0

英国 60. 9 64. 6 64. 2 64. 4 64. 2 64. 8 64. 6

印度 64. 6 64. 2 57. 6 56. 4 56. 4 59. 5 59. 2

巴西 59. 3 64. 3 60. 3 59. 6 60. 3 62. 6 62. 6

南非 57. 1 62. 4 62. 5 59. 0 60. 0 61. 2 61. 9

新加坡 44. 8 42. 1 38. 6 35. 5 36. 6 37. 8 37. 7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发展指数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 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

但是，对于现有居民消费的官方统计数据，有些学者表示怀疑。Lardy (2011) 认为中国的需

求结构存在失衡，他认为中国的住房消费存在低估，可能影响到消费率统计数据的准确性。Perkins

(2012) 也认为中国官方的数据可能低估了消费率，但是，被低估的程度不足以推翻中国需求结构

失衡的结论。

二、中国居民消费率的订正与改算

笔者最近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数据，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订正与改算。一个是居民自有住房消费

(李文溥和陈婷婷，2018)，一个是灰色消费 (李文溥和陈婷婷，2019)。

对居民自有住房消费进行改算的理由是: 我国现行的居民居住类支出计算口径与国际通行的不

同。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导致了同一指标的数据是不可比的。我国居民消费支出中住房消费占比，高

度不合理，而且严重低于国际一般水平。

2011 年，我国城乡居民居住类支出为 27388. 5 亿元，占当年居民消费支出的 16. 60%，占当年

支出法 GDP的 5. 88%。① 然而，2004 年城乡居民居住类支出占当年居民消费支出 15. 02%，占当年

支出法 GDP的 5. 98%。众所周知，2004 ～ 2011 年，这 7 年是我国房价一路上涨，城市住房的价值

及获得居住服务的机会成本，以及住房消费占居民开支的实际比重都在不断上升的 7 年，然而，根

据我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居住类支出占当年支出法 GDP 的比例却反而降低了。这显然是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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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统计年鉴》从 2004 年开始公布了城乡居民各项消费支出的具体数据，一直到 2011 年为止，虽然支出法 GDP中居民

消费支出主要是根据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计算而来，但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为确保数据的可比性，因此，本文最终选

取 2011 年的城乡居民居住类支出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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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的。这一数据的不合理性，不仅从本国的纵向比较可以看出，而且在国际比较中也暴露无遗。

2011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大多数国家的居住类支出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基本都在 23%

左右，约占当年支出法 GDP的 12% ～ 16%，而我国居住类支出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则明显低于其他

国家。① 中国居民所承受的住房支出负担之重，在世界范围罕有其匹，然而，中国居民居住类支出

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却只相当于 OECD国家的 70%左右，这显然难以理解。

关键是中国居民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在实际统计核算中，是用虚拟折旧成本法计算的。即按

照当期住房的建筑成本与一定折旧率计算得出折旧额，代替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然而，OECD 国

家目前所用的却是 SNA (2008) 推荐的等值租金法 ( rental-equivalence approach)，或使用者成本法

(user-cost approach)。

笔者应用使用者成本法估算了我国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的增加值。鉴于农村居民绝大部分是

居住自有住房，不存在住房市场，因此仍采取官方目前的估算方法，即用虚拟折旧成本法估算农村

居民自有住房服务的增加值。计算结果显示: 按照 OECD国家通用的方法计算得出的结果与我国目

前官方统计的结果有很大差距 (见表 2)。

表 2 基于两种估算方法估算的城乡居民自有住房虚拟租金 单位: 亿元

年份

使用者成本法 虚拟折旧法

城镇居民自有

住房虚拟租金

农村居民自有

住房虚拟租金

城乡居民自有

住房虚拟租金总值

城乡居民自有

住房虚拟租金总值

两种估算

方法下的差额

2004 20122. 68 1443. 53 21566. 21 3876. 04 17690. 17

2005 23587. 73 1792. 54 25380. 27 4646. 96 20733. 31

2006 26169. 65 1957. 55 28127. 20 5351. 38 22775. 82

2007 29216. 84 2150. 26 31367. 10 6154. 04 25213. 06

2008 26974. 65 2295. 02 29269. 67 6803. 48 22466. 19

2009 41770. 46 2523. 92 44294. 38 7974. 46 36319. 92

2010 43694. 71 2725. 84 46420. 55 8951. 15 37469. 40

2011 43067. 83 4717. 80 47785. 64 11949. 67 35835. 96

2012 51569. 91 4928. 58 56498. 49 12991. 83 43506. 65

资料来源: 李文溥、陈婷婷: 《自有住房服务消费重估与中国居民消费率修正》，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
2018 年第 3 期。

现行官方统计使我国的居住消费率被低估了 6 ～ 9 个百分点，仅此一项，就导致了居民消费率

被低估 4 ～ 6 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被低估了 3 ～ 4 个百分点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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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OECD统计数据库中，居住类支出不仅包括住房的实际租金和虚拟租金，还包括了与住房有关的水、电、天然气和其他

燃料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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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根据重估的虚拟租金修正后的消费支出及消费率 单位: 亿元，%

年份
GDP

最终消费

支出

居民消费

支出

居民居住类

支出

最终

消费率

居民

消费率

居住

消费率

修正前官方统计数据

2004 160956. 59 87552. 58 65218. 48 9589. 00 54. 40 40. 52 5. 96

2005 187423. 42 99357. 54 72958. 71 11129. 10 53. 01 38. 93 5. 94

2006 222712. 53 113103. 85 82575. 45 14628. 00 50. 78 37. 08 6. 57

2007 266599. 17 132232. 87 96332. 50 16721. 90 49. 60 36. 13 6. 27

2008 315974. 57 153422. 49 111670. 40 19192. 50 48. 56 35. 34 6. 07

2009 348775. 07 169274. 80 123584. 62 20739. 50 48. 53 35. 43 5. 95

2010 402816. 47 194114. 96 140758. 65 24210. 30 48. 19 34. 94 6. 01

2011 472619. 17 232111. 55 168956. 63 27388. 50 49. 11 35. 75 5. 80

根据重估的虚拟租金修正后的数据

2004 178646. 76 105242. 75 82908. 65 27279. 17 58. 91 46. 41 15. 27

2005 208156. 73 120090. 85 93692. 02 31862. 41 57. 69 45. 01 15. 31

2006 245488. 35 135879. 67 105351. 27 37403. 82 55. 35 42. 91 15. 24

2007 291812. 23 157445. 93 121545. 56 41934. 96 53. 95 41. 65 14. 37

2008 338440. 76 175888. 68 134136. 59 41658. 69 51. 97 39. 63 12. 31

2009 385094. 99 205594. 72 159904. 54 57059. 42 53. 39 41. 52 14. 82

2010 440285. 87 231584. 36 178228. 05 61679. 70 52. 60 40. 48 14. 01

2011 508455. 13 267947. 51 204792. 59 63224. 46 52. 70 40. 28 12. 43

注: 国家统计局从 2004 年开始公布我国居民的居住类支出，直到 2011 年为止，所以数据截止到 2011 年。
资料来源: 李文溥、陈婷婷: 《自有住房服务消费重估与中国居民消费率修正》，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

2018 年第 3 期。

另一项订正与改算是在现有的居民消费数据中加入了估算的灰色消费。

在我国，灰色消费是一个常见甚至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一种社会陋习。所谓灰色消费，是一

种通过权力支配由公款开支而实现的违规个人消费，是一种个人对公共资源、企业资源的非法侵

占。从统计上说，灰色消费既然由公款支付，当然不计入居民消费，但是，它作为个人消费，无论

违规与否，都是实际发生的个人消费，而且有些也因此确确实实替代了本来要由居民收入支付的消

费。它是一种不计入居民消费支出的居民实际消费。当然，灰色消费并非中国特有，在世界各地也

有所耳闻。在法制健全、监督严密的国家和地区，公务员及企业高管的灰色消费行为时有被揭露。

但是，总体而言，受限于严格制度，舆论监督，较少发生，其规模一般并不具有统计意义。可是，

在中国，灰色消费一度盛行，甚至在统计上也难以忽略不计。这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八项

规定、严纠“四风”问题以及颁发实施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之后的一些经济变量

的变化可以看出。2013 年，中国酒店餐饮业首当其冲地受到反腐倡廉的冲击。数据显示，当年全国

餐饮营业收入 25569 亿元，同比增长 9. 0%，创下 20 多年来的最低增长值，餐饮百强企业更严重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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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当年营业收入同比仅增长 5. 7%，比 2012 年大幅下降了 10. 8 个百分点。① 中高端酒店业进入凄

冷寒冬。2013 年上半年，全国三星及以上星级饭店平均出租率同比下降 6 个百分点，平均餐饮收入

同比下降 17. 2%，平均客房收入同比下降 8. 5%，平均总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1. 8%，平均会议收入

同比下降 17. 8%。② 2013 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年增长率从 20%下降到 6% ; 高档白酒产品销售额仅

为 412 亿元，同比下降了 34%以上; 顶级品牌茶叶消费为 315 亿元，同比下降 16% ; 高端旅游、餐

饮、服务业深受重创，同比下降 21%。③ 厉行反腐，严纠“四风”居然对一些高档消费行业、高档

消费品的销售产生了如此强烈的负面冲击，不能不说此前的灰色消费规模巨大。

笔者对灰色消费进行估算，通过估算对我国居民消费率进行修正。估算主要集中于灰色消费与

公车私用这两部分。根据修正后的数据重新计算相应的消费支出与消费率，对比修正前的数据，发

现灰色消费支出占官方公布的支出法 GDP 比重 4%左右 (见表 4)，仅此一项，就导致我国居民消

费率被低估了约 2 ～ 4 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被低估了约 1 个百分点。

表 4 灰色消费规模及其占支出法 GDP的比重 单位: 亿元，%

年份 公款消费 公车私用 灰色消费规模 支出法 GDP 灰色消费占比

2004 1350. 25 5622. 44 6972. 69 160956. 59 4. 33

2005 1607. 37 7189. 93 8797. 30 187423. 42 4. 69

2006 1828. 31 7154. 41 8982. 71 222712. 53 4. 03

2007 2134. 59 8239. 24 10373. 82 266599. 17 3. 89

2008 2595. 86 9030. 37 11626. 22 315974. 57 3. 68

2009 2999. 15 9688. 75 12687. 90 348775. 07 3. 64

2010 3698. 10 10937. 21 14635. 31 402816. 47 3. 63

2011 4328. 74 12006. 79 16335. 53 472619. 17 3. 46

2012 4957. 00 12249. 67 17206. 68 529399. 20 3. 25

注: 灰色消费占比 =灰色消费规模 /官方统计的支出法 GDP × 100%。
资料来源: 李文溥、陈婷婷: 《灰色消费估算与居民消费率》，载于《东南学术》2019 年第 1 期。

对比修正前后的数据，发现现有官方数据，由于住房消费的不当计算及灰色消费的漏算，就使

我国居民消费率被低估了 7 ～ 10 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被低估了 4 ～ 6 个百分点 (见表 5 和图 1)。

表 5 修正后的消费支出与消费率 单位: 亿元，%

年份 支出法 GDP 最终消费支出 居民消费支出 最终消费率 居民消费率

2004 182133. 10 108729. 09 89881. 34 59. 70 49. 35

2005 212555. 38 124489. 50 102489. 32 58. 57 48. 22

2006 249979. 71 140371. 03 114333. 98 56. 15 45. 74

·01·

①

②

③

中国烹饪协会: 《2013 年度中国餐饮百强企业分析报告》。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 《2013 年上半年星级饭店经营情况报告》。

中国奢侈品协会: 《2013 年中国奢侈品市场消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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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支出法 GDP 最终消费支出 居民消费支出 最终消费率 居民消费率

2007 296999. 14 162632. 84 131919. 38 54. 76 44. 42

2008 344253. 87 181701. 79 145762. 81 52. 78 42. 34

2009 391438. 94 211938. 67 172592. 44 54. 14 44. 09

2010 447603. 53 238902. 02 192863. 37 53. 37 43. 09

2011 516622. 90 276115. 28 221128. 12 53. 45 42. 80

2012 581509. 19 314103. 59 251297. 93 54. 02 43. 21

注: ①修正后的支出法 GDP =官方统计的支出法 GDP +企业灰色消费 +居民自有住房服务虚拟租金被低估值;
②修正后的最终消费支出 =原有最终消费支出 +企业灰色消费 +居民自有住房服务虚拟租金被低估值; ③修正后的
居民消费支出 =原有居民消费支出 +政府灰色消费 +企业灰色消费 +居民自有住房服务虚拟租金被低估值。
资料来源: 李文溥、陈婷婷: 《灰色消费估算与居民消费率》，载于《东南学术》2019 年第 1 期。

图 1 2004 ～ 2012 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修正前后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根据表 5 的数据绘制。

在加入了按照国际统计口径计算的居民住房消费支出及灰色消费之后，尽管调整后的 2004 ～

2012 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仍然徘徊在 42. 34% ～ 49. 35%之间，还是低于同期世界各类经济体的一般

水平。但是，它已经比较接近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04 年中国的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与中等

收入国家的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相比，约低 4. 76 个百分点，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差距是 1. 8 个百

分点。令人担忧的是，2004 年后，差距不断扩大，到 2012 年，与中等偏上收入组的差距已经扩大

到了近 6 个百分点，与中等收入组则更扩大到了近 9 个百分点 (见表 6 和图 2)。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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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4 年，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 GDP 平均数为 13619. 72 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则为 21429. 83 元，中国的人均 GDP 为

12486. 94 元。2004 年的中国人均 GDP，更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组。2012 年，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 GDP 为 30139. 92 元，中等偏上收

入组为 50182. 50 元，中国是 40007. 89 元，恰好在两者之间。因此我们分别列出了中等收入组及中等偏上收入组的数据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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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世界上不同收入类型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消费率 单位: %

国家和地区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世界 58. 06 57. 73 57. 17 56. 97 57. 14 58. 22 57. 52 57. 56 57. 77

经合组织成员 60. 43 60. 37 60. 07 59. 85 60. 32 61. 08 60. 82 60. 98 60. 96

低收入国家 76. 77 76. 84 77. 08 75. 16 80. 14 80. 33 76. 77 74. 50 77. 10

中等收入国家 54. 11 53. 37 52. 09 51. 87 51. 22 52. 86 51. 39 51. 42 52. 14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51. 15 50. 40 49. 13 48. 54 47. 98 49. 69 48. 37 48. 29 49. 19

高收入国家 59. 50 59. 33 59. 05 58. 87 59. 36 60. 22 59. 84 59. 89 59. 87

中国官方统计 40. 52 38. 93 37. 08 36. 13 35. 34 35. 43 34. 94 35. 75 36. 00

作者重估结果 49. 35 48. 22 45. 74 44. 42 42. 34 44. 09 43. 09 42. 80 43. 21

日本 55. 53 55. 62 55. 88 55. 68 56. 64 58. 49 57. 75 58. 25 58. 64

韩国 51. 37 52. 20 52. 78 52. 38 52. 43 51. 65 50. 32 50. 96 51. 37

美国 67. 29 67. 16 67. 15 67. 35 68. 03 68. 29 68. 18 68. 88 68. 40

英国 66. 35 65. 93 65. 28 65. 03 65. 74 66. 13 65. 57 65. 26 65. 71

巴西 60. 21 60. 50 60. 44 59. 87 59. 73 61. 96 60. 22 60. 27 61. 41

泰国 55. 87 55. 84 54. 45 52. 55 53. 64 53. 07 52. 18 52. 96 52. 96

马来西亚 44. 00 44. 19 44. 34 45. 15 44. 71 48. 84 48. 12 47. 97 49. 65

资料来源: 李文溥、陈婷婷: 《自有住房服务消费重估与中国居民消费率修正》，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
2018 年第 3 期。

图 2 2004 ～ 2012 年修正后的中国居民消费率与世界各类经济体的比较
资料来源: 根据表 6 的数据绘制。

三、中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

可以说，在世纪之交，中国的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与相近收入水平国家 (当时相近的是
中等收入国家) 相比，大约存在 5 个百分点的差距，到 2012 年，中国的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与

相近收入水平国家 (此时，相近的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的差距，拉大到

了近 9 个百分点。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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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占 GDP的比重，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乘积。观察

1979 ～ 2016 年的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 (见表 7 和图 3)。可以发现，就整体而言，1979 ～ 2016 年，

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是比较接近的，两者仅相差 0. 41 个百分点，但是，纵向看，则有两种不同的

趋势。(1) 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基本稳定在 80%以上，1997 ～

2012 年，大致徘徊在 75%左右，然而，从 2013 年起，再度回到了 80%以上，总体而言，农村居民

的平均消费倾向是相对稳定的。(2) 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则基本上呈阶梯式下降趋势，1979 ～

2016 年，37 年里下了两个台阶: 1979 ～ 1997 年，各年平均消费倾向均值 80% 以上，平均值为

86. 13%，比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还高 2. 7 个百分点，1998 ～ 2010 年，从 79. 84%逐步降至

70. 50%，均值为 75. 57%，大致相等于同期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均值，从 2011 年起，城市居

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更进一步降到了 70%以下，竟比同期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了 11. 84 个百分

点。在城乡居民的平均收入都迅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动趋势明显不同，这显

然是不正常的。

表 7 1979 ～ 2016 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及消费倾向 单位: 元，%

年份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人均收入 人均消费 消费倾向 人均收入 人均消费 消费倾向

1979 405. 00 311. 20 76. 84 160. 17 134. 51 83. 98

1980 477. 60 412. 44 86. 36 191. 33 162. 21 84. 78

1981 500. 40 456. 84 91. 29 223. 44 190. 81 85. 40

1982 535. 30 471. 00 87. 99 270. 11 220. 23 81. 53

1983 564. 60 505. 92 89. 61 309. 77 248. 29 80. 15

1984 652. 10 559. 44 85. 79 355. 33 273. 80 77. 06

1985 739. 08 732. 24 99. 07 397. 60 317. 42 79. 83

1986 900. 90 798. 96 88. 68 423. 76 356. 95 84. 23

1987 1002. 10 884. 40 88. 25 462. 55 398. 29 86. 11

1988 1180. 20 1103. 98 93. 54 544. 94 476. 66 87. 47

1989 1373. 93 1210. 95 88. 14 601. 51 535. 37 89. 00

1990 1510. 16 1278. 89 84. 69 686. 31 584. 63 85. 18

1991 1700. 60 1453. 81 85. 49 708. 55 619. 79 87. 47

1992 2026. 60 1671. 73 82. 49 783. 99 659. 01 84. 06

1993 2577. 40 2110. 81 81. 90 921. 62 769. 65 83. 51

1994 3496. 20 2851. 34 81. 56 1220. 98 1016. 81 83. 28

1995 4282. 95 3537. 57 82. 60 1577. 74 1310. 36 83. 05

1996 4838. 90 3919. 47 81. 00 1926. 07 1572. 08 81. 62

1997 5160. 30 4185. 64 81. 11 2090. 13 1617. 15 77. 37

1998 5425. 05 4331. 61 79. 84 2161. 98 1590. 33 73. 56

1999 5854. 02 4615. 91 78. 85 2210. 34 1577. 42 71. 37

2000 6279. 98 4998. 00 79. 59 2253. 42 1670. 13 74. 12

2001 6859. 58 5309. 01 77. 40 2366. 40 1741. 09 73. 58

2002 7702. 80 6029. 88 78. 28 2475. 63 1834. 31 74. 0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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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人均收入 人均消费 消费倾向 人均收入 人均消费 消费倾向

2003 8472. 20 6510. 94 76. 85 2622. 24 1943. 30 74. 11

2004 9421. 61 7182. 10 76. 23 2936. 40 2184. 65 74. 40

2005 10493. 03 7942. 88 75. 70 3254. 93 2555. 40 78. 51

2006 11759. 45 8696. 55 73. 95 3587. 04 2829. 02 78. 87

2007 13785. 79 9997. 47 72. 52 4140. 36 3223. 85 77. 86

2008 15780. 76 11242. 85 71. 24 4760. 62 3660. 68 76. 90

2009 17174. 65 12264. 55 71. 41 5153. 17 3993. 45 77. 50

2010 19109. 44 13471. 45 70. 50 5919. 01 4381. 82 74. 03

2011 21809. 78 15160. 89 69. 51 6977. 29 5221. 13 74. 83

2012 24564. 72 16674. 32 67. 88 7916. 58 5908. 02 74. 63

2013 26467. 00 18487. 54 69. 85 8895. 91 7485. 15 84. 14

2014 28843. 85 19968. 08 69. 23 9892. 00 8382. 57 84. 74

2015 31194. 83 21392. 36 68. 58 10772. 00 9222. 59 85. 62

2016 33616. 25 23078. 90 68. 65 — 10129. 78 —

1979 ～ 1997 年平均 — — 86. 13 — — 83. 43

1998 ～ 2010 年平均 — — 75. 57 — — 75. 30

2011 ～ 2016 年平均
(农村为 2011 ～ 2015 年平均)

— — 68. 95 — — 80. 79

1979 ～ 2016 年平均
(农村为 1979 ～ 2015 年平均)

— — 79. 80 — — 80. 21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图 3 1979 ～ 2015 年中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
资料来源: 根据表 7 的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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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问题可能出在: 目前用来计算城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城市居民收入及城市居民消

费支出在不同时期实际上的统计口径是不同的。因而计算出来的各年的城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是不

可比的。

从 1979 年到 2016 年，是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在这一转轨过程中，我国城市居

民的收入内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我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就其形式

而言，基本上是工资收入，而且是国有及集体单位的工资收入，但是，这一工资收入，却不是全部

的城市居民实际收入。因为，城市居民的住房基本上是计划分配的，或是住在机关单位的宿舍，或

是租用房产局的公租房，因此，在城市居民的货币工资收入中是不包括住房这一块的 (只包括象征

性的房租)。此外，城市职工的医疗、教育费用等也主要由政府承担，许多公用事业服务也带有补

贴性质，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仅仅是其显性收入，而不是其全部实际

收入，维持其个人以及一家老小生活的全部工资收入，也即完全的劳动报酬 (或完全的劳动力再生

产费用)，是由发给职工的货币工资 (显性工资) 及作为福利出现的隐性工资收入两者组成的，也

即，城市居民收入 =显性收入 (货币工资) +隐性收入 (福利分房等)。然而，随着经济市场化，

城市居民的收入内容和结构发生了变化，隐性收入部分逐渐转变为显性收入，到 2000 年之后，全

面取消了福利分房，这标志着在城市居民的显性货币收入中，已经全额涵盖了用于住房消费的那一

部分。随着医疗、教育、社会公共事业体制的改革，居民对医疗、教育以及相关公共服务的付费，

无论是从个人付费占这些服务的总成本之比，还是占其消费支出的比重，抑或是货币支出的绝对数

上看，都大大增加了，成为应当由其显性收入支付的重要部分。在转轨过程中，城市居民越来越多

地不再就业于国有单位，他们或是自谋职业，或是就业于非国有的民营、外商投资企业，这部分
(现在已经是大部分了) 城市居民的收入，从一开始起，就是完全市场化和货币化的，除了货币工

资收入外，一般没有类似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单位职工所享有的福利分房等隐性工资。因此，可以

得出的结论是: 从 1979 年至今，尽管城市居民收入 (从而城市居民消费) 这个指标的名称没有变

化，但是，其中的内涵和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不同年份的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数据，所包含的

内容是不一样的，是不可比的。因此，通过对这一时间序列指标计算出来的城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

序列发生了变化，并不能说明城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就发生了变化，相反，更大的可能是城市居民

的收入与支出所涵盖的内容和结构发生了变化。

当然，尽管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收入与支出所涵盖的内容与结构都在不断发生变

化，但是，大的变化，往往是由于重大的体制变化所导致的。从支出角度看，我国的城市住房商品

化，是在世纪之交逐步展开的。在此前的居民收入及支出中，住房支出所占比重是比较小的，国家

统计局所公布的城镇居民消费率中，所计算的城镇居民住房消费是严重偏低的。根据笔者的估算，

如果加入被低估的城镇居民住房消费，2004 ～ 2012 年的居民消费率一般是提高 5 ～ 7 个百分点。那

么可以发现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的城镇居民平均消

费倾向，差距是不大的。也即 1979 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基本上是稳定的。

从表 7 可以看出，尽管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与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一样逐年增长，但是，同期

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却始终是比较稳定的。其原因是: 农村居民的收入及消费所涵盖的构成，

在这 37 年里，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今，农村居民始终既不享受公房配给，也

没有公费医疗之类的隐性收入，其全部收入基本上体现为现有统计口径内的农村居民收入，即从

1979 年至今，尤其是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居民收入及支出所要覆盖的范围，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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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农村居民在人均收入逐年提高的情况下，平均消费倾向基本不变，也从另一

个角度说明了，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说法，不能获得经验支持，说明平均消费

倾向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以及同期我国城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呈阶梯式下降，并不是由所谓的边际消

费倾向递减导致的。

在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那么，我国居民消费占支出法 GDP 的比重偏低，主

要原因就只能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支出法 GDP 的比重偏低。从表 8 可以看出，2000 ～ 2016 年，居

民可支配收入占支出法 GDP 的比重，低于巴西、印度、墨西哥等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

程度，是令人吃惊的。

表 8 2000 ～ 2016 年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居民可支配

收入占支出法 GDP比重与人均 GDP 单位: %，元

年份
中国 巴西 印度 墨西哥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支出法 GDP的比重

2000 46. 86 67. 16 87. 01 62. 75

2001 46. 69 66. 28 88. 63 63. 19

2002 47. 67 64. 66 87. 30 64. 15

2003 46. 94 63. 75 85. 90 73. 83

2004 45. 33 61. 57 82. 36 72. 52

2005 44. 44 61. 16 81. 44 72. 52

2006 43. 19 60. 89 80. 59 71. 89

2007 41. 86 60. 50 78. 26 71. 49

2008 41. 28 59. 11 83. 72 72. 70

2009 41. 86 61. 41 82. 81 71. 72

2010 40. 55 64. 14 80. 07 72. 27

2011 39. 97 64. 64 80. 52 70. 53

2012 41. 27 65. 66 80. 26 69. 80

2013 41. 76 66. 59 80. 21 71. 99

2014 42. 72 67. 46 78. 95 70. 76

2015 43. 71 69. 19 78. 00 71. 98

2016 44. 17 — 76. 70 —

2000 ～ 2016 年平均 43. 55 64. 01 81. 92 70. 26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000 7942. 07 30953. 90 3633. 10 57612. 60

2001 8716. 58 26047. 30 3699. 93 60768. 76

2002 9506. 20 23338. 23 3858. 74 61239. 88

2003 10666. 10 25324. 20 4478. 98 57143. 99

2004 12486. 94 29987. 26 5142. 53 60511. 37

2005 14363. 47 39075. 92 5791. 60 66266. 01

2006 16734. 64 46715. 91 6313. 87 7062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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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中国 巴西 印度 墨西哥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007 20495. 56 55612. 29 7742. 14 71575. 14

2008 24108. 16 61030. 83 6885. 96 67823. 88

2009 26220. 34 58428. 15 7447. 96 53228. 84

2010 30872. 39 75981. 91 9110. 19 61036. 91

2011 36387. 56 85046. 07 9440. 65 64023. 38

2012 40007. 89 77589. 88 9134. 10 62749. 21

2013 43834. 05 75661. 73 8993. 74 64412. 77

2014 47198. 22 73877. 12 9681. 08 64996. 80

2015 50258. 29 54499. 89 10003. 05 57866. 57

2016 53917. 33 57385. 26 11407. 98 56085. 53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数据库 UNdata、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至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1. 消费要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并使经济保持 6. 5%的较快增速，需要消费每年保持较

快增速。这取决于: (1)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 (2) 居民收入增速为既定的条件下，居民

平均消费倾向逐年提高。从长期看，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应当是比较稳定的。从长期看和从

理论上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也不可能不断提高; 在正常情况下，居民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或者

说平均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这是由于居民从整体上看，其消费行为是高度理性的。由此可以

得到的结论是: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绝对数而言，是比较稳定的。

2. 在从需求侧讨论社会总需求 (投资 +消费 +净出口)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首先，应当注

意，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不是消费、投资、净出口的绝对数，而是其年增速。当年消费、投资、净

出口的绝对量无论多大，只要与上年一样也即增速为零，就只能维持零经济增速。有论者认为中国

的消费数量巨大，完全可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误解。因为，只有消费 (投资、净出口也一样) 增

长才能拉动经济增长。其次，应当注意，所谓投资、消费、净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率，

是指从需求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角度看，投资、消费、净出口三者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

率。它们三者之和始终为 100%，因此，三者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率是此消彼长的。消费、投资、

净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率，在三者占 GDP 的比重既定情况下，取决于其相对增速。增

速较高者，对经济增长相对贡献率就较大，但这与它对经济增长的绝对拉动作用大小无关。我国经

济在 2002 ～ 2007 年间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 10%以上，不是因为投资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

相对贡献率高，而是因为投资与净出口每年都以两位数高速增长。然而，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速度既定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倾向的高度稳定性决定了消费从而居民消费增速的高度稳定性，因

此，消费从而居民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是稳定器，是压舱石，其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率，主要

取决于作为社会总需求其他组成部分———投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率以及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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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在经济增长率较高的情况下，一般而言，投资与净出口增速大大高于消费增速，因此它们对经

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率比较大; 相反，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投资与净出口增速逐渐下降，

投资与净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率也就逐渐下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率因水落石

出而增大，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至较低。有论者认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消费

主导型的程度各不相同，但经济增长模式最终会趋于消费主导型。可当经济增长趋于消费主导型或

者说当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时 (也即投资和净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率降至很低的

情况下)，这一经济体的增长率将降至较低水平。

3. 从长期看，一个经济体是不可能依靠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 (李文溥和熊英，2015)，就中

国目前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看，① 继续提高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比重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

维持现有的比重，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净出口增长率是较低的，从长远看，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

比重，将有所下降，因此，净出口增长 (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是净出口增长率而非进出口增长率)

将难以继续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4. 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的比重决定了，当前，应当把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稳增长、

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第一要务。近年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稳增长、提高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具体的政策措施上看，则方向有偏。因

为，各级政府在稳增长、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问题上，多是提出要增加政府预

算，扩大民生支出，增加民生投资，基本服务均等化，提高社会保障程度。应当注意，稳增长、提

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并不能主要靠增加政府预算，扩大民生支出，增加民生投

资，基本服务均等化，提高社会保障程度上。而应侧重控制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扩大居民收

入占 GDP比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任何导致扩大财政收入占比、压缩居民收入占比的 “惠民”

政策，都不利真正改善民生，无助于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为，目前财政收入

占比已经过大，如不靠控制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压缩其他预算支出来改善民生，势必做得越多，

越要增加财政收入，越降低居民收入占比，抑制居民消费，通胀威胁就越大，稳增长、稳就业、稳

金融、稳投资、稳预期就越不可能，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越难以获得。预算规模如

因此不断扩大，不仅必然增加财政赤字，加剧腐败、支出无效率，投资结构扭曲，而且将不断背离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方向，不利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因此，要真正实现稳增长、

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根本之策是降低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占 GDP 比

重，实现预算收入平衡，控制货币投放，稳定物价水平，降低居民部门因高房价而不断攀升的负债率。

5. 从需求角度看，既然消费充其量只能充当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保障经济增速不至于

过低，净出口又不能成为长期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那么，在我国经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经济

体的过渡中，要实现稳定的较快增长 (例如现阶段的经济增长预期为 6. 5%左右)，就不能不依靠

投资。然而，实践证明，依靠政府与国有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投资效率低，而且弊病极大 (厦门大学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CQMM课题组，2017)。于是，实现经济稳定较快增长的全部症结，也就再次回到

了如何激发民营投资的积极性上来了，从这个角度讲，充分重视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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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保障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利，稳定民营经济的投资预期，就不是一个仅仅与民营经济相关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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